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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报、收入差距与父母教养方式选择

吴　贾　刘亚淇　黄子彬　楚鹏飞*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权威型教养方式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其与社

会教育回报率和地区收入差距有直接联系。本文利用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和

多项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在 26-40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每提高 1个百分

点，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提高 1.21 个百分点。地区收入差距会进一

步扩大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因为在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父母越

有动力严格要求子女，提高其教育水平，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机制

分析表明，高教育回报率会增强父母对教育价值的认同和对子女的学历期望。

本文还分析了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积极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成本。本研究为理解

家庭养育中的“内卷”行为提供了经济学解释。

关  键  词　教育回报率　收入差距　教养方式　虎爸虎妈

一　引言

我国教育“内卷”现象严重，当今父母或许比过去任何一个年代的父母都更渴望

子女成才。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竞争从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精心挑选胎

教方法，到子女 1至 2岁时的早期教育，再到为子女选择幼儿园和小学。家长们基于

自身经验为子女未来做好规划，通过塑造子女的行为让其获得成功（Gorodnichenko 

*　吴贾、刘亚淇（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　

510275；黄子彬：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楚鹏飞：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信箱：wujia@mail.sysu.edu.cn
（吴贾），yqliu7@163.com（刘亚淇），huangzibin@mail.shufe.edu.cn（黄子彬），pfchu@outlook.com（楚鹏飞）。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57319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ZD159）以及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2026A1515012295）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DOI:10.19985/j.cnki.cassjwe.2026.07.004



世界经济 *　2026年第7期　· 188 ·

教育回报、收入差距与父母教养方式选择

and Roland，2017）。家长们关注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个细节，时刻监控和督促他

们学习，对子女严厉的同时也给子女情感支持，这样的父母也被称为“虎爸虎妈（tiger 
parents）”。这在Chua（2011）的畅销书中有细致生动的描述。“虎爸虎妈”也成为中国

和亚洲父母的代名词，按照 Baumrind（1966）的定义，“虎爸虎妈”属于权威型

（authoritative）教养方式①。采用该教养方式的父母认为，严厉和慈爱能培养出更成功

的子女。

追溯到 20世纪，我国大多数父母秉持“不打不成器”的观念，通过体罚迫使子女

服从自己，以便继承自己的手艺或守住家业②。对子女有较高的要求但给予较小的支

持和响应被称为专制型（authoritarian）教养方式。直到 20世纪 60-70年代，父母对子

女的教育态度变得相对宽松，大多采取“放养”式教育，更重视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

如饮食和衣着。这近似于溺爱型（permissive）和忽视型（neglectful）的教养方式。

学界对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有许多不同的阐释。已有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

景下家长教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Bornstein，2012；Lansford，2022）。例如，儒家文化

的伦理规范强调子女应完全遵从父母的要求，由此造成了更严格的教养方式；而西方

文化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更强调儿童的独立性，带来相对宽松的养育模式（Bush and 
Peterson，2014）③。除文化因素外，经济条件同样能塑造教养方式。比如 Weinberg
（2001）研究认为，低收入父母多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因为其缺乏物质资源从而难以

采取权威型方式奖励子女。Doepke and Zilibotti（2017）研究表明，教养方式的选择基

于其是否有助于提高子女未来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④。此外，收入不平等和税收力度

①　Baumrind（1966）的研究基于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度和响应度，将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authoritarian）、权

威型（authoritative）及溺爱型（permissive）3种。Maccoby and Martin（198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忽视型（neglectful）
教养方式，扩展为 4 类。这种划分方法在现有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Chao，2001；Doepke and Zilibotti，2017；
Cobb-Clark et al.，2019）。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本文附录四解释了将“虎爸虎妈”定义为权威型教养方式

的原因。此外，Doepke et al.（2019）认为权威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都具备高需求度的特征，据此本文附录附表 16
将“虎爸虎妈”定义为采取高需求度的父母，并分析了其估计结果。

②　尽管有部分父母将子女送到私塾，他们也更多是出于对子女日常照看的需求，而非纯粹的教育目的。

③　教养方式具有明显的代际连续性。Neppl et al.（2009）研究表明，个体早期经历的教养方式能够预测未

来其对子女采用的养育模式；且与父亲相比，母亲的教养方式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Madden et al.，2015）。

④　具体地，Doepke and Zilibotti（2017）提出，在 20世纪，职业选择范围非常有限，继承父母手艺颇具经济回

报，因此父母倾向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迫使子女继承自己的手艺。到 20世纪 60-70年代，子女努力学习的回报

较低，因此更多父母选择溺爱和忽视型教养方式。80年代开始，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子女从通识教育中更容

易找到与自己天资匹配的职业。同时，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的教育表现（Avvisati et al.，2014），因此父母

多采取该教养方式提高子女教育水平，以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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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因素（De la Croix and Doepke，2003；Doepke and 
Zilibotti，2017；Guo and Qu，2022）。因为在收入不平等或税收力度小的地区，教育成

功与否决定了子女在社会收入分布中的位置。

从经济学视角看，教养方式本质上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家

长在时间、金钱、注意力等资源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决策行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Becker et al.，2016；Doepke and Zilibotti，2017；Cobb-Clark et al.，2019）。由于子女的

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父母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Blundell et al.，2005），因此影响

子女人力资本价值的因素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选择。当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

率上升时，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随之提高；而当社会不平等加剧时，通过人

力资本投资帮助子女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那么，理性

的父母是否会因此调整教养方式，转向“虎爸虎妈”式的高强度教养？本文正是在这

一经济学框架下，探讨教育回报率、收入差距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并揭示其背后的社

会经济机制。

虽然Doepke and Zilibotti（2017）从理论上阐述了上述逻辑关系，但囿于数据可得

性，他们无法识别教育回报、收入差距和父母教养方式选择的因果关系。此外，他们

也未探讨父母在生命周期哪一阶段对教育回报率的感知，最能影响其未来的教养方

式选择。理论上，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对教育回报率感知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因此教

养方式的选择也存在异质性。例如，个体在幼年或老年时期感知的教育回报率，可能

对其养育行为的影响较微弱。在此背景下，探究父母教养方式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政策含义。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监管大多只注重子女的考

试成绩，但成绩的提高并不一定符合国家对人才多维能力的需求，比如儿童的创新

性，这会导致高资源消耗和人力资本的供需错配。另一方面，权威型父母往往意味着

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监督子女，由此导致的育儿成本提高也是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原

因（Kim et al.，2024）。

基于此，本文结合多项数据，深入探讨了父母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

对其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验证了生育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的重要

作用。同时，在考虑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后，我们还研究了相对教育回报率和收

入差距的交互作用。

本文经验分析部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根据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测算不同城市、不同年龄段个体在 2005年面临的教育回报率。我们测得的教育回

报率随城市和出生队列变化。随后将所得“城市-出生队列”层面的教育回报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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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中的父母信

息，按照所在城市和年龄段匹配，研究父母在 16-55岁经历的社会教育回报率对其未

来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本文的识别策略是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模

型，即比较在同一城市（由于出生年代差异）经历较高和较低教育回报率的父母采用

教养方式的差异，以及上述差异在不同城市的区别。研究发现，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

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提高 1.67个百分点，采取忽视

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下降 1.22个百分点，对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没有显著影响。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利用“高校扩招”政策构建工具变量，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数据测度 2002-2009年的教育回报率，以及基于CFPS
数据扩展教养方式的衡量指标，均发现了一致结论。

第二，本文分析父母在哪个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对其未来教养方式有最

大的影响。我们发现，26-40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变化能显著影响父母选择权威型和

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这说明生育年龄段的人群对社会教育回报率的感知可能影

响其教养方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该结论，本文利用 UHS提供的 1986-2009年面板

数据，比较同一出生队列的父母在生育年龄和非生育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的

影响（同时也区分了年龄和出生队列效应），估计结果再次表明，父母在生育年龄段经

历的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非生育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

率不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具体而言，26-40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每提高 1个百

分点，父母后期选择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提高 1.21个百分点，采用忽视型教养方

式的概率将降低1.49个百分点。

第三，本文考虑人口流动，研究地区相对教育回报率和相对收入差距对父母教养

方式选择的影响。我们以城市间距离测度地区间流动的成本，并构建“城市对（city 
pair）”数据。结果表明：首先，在相对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城市，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

父母比重越高。其次，相对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随收入差距的增加而

扩大。收入差距越大的城市，相对教育回报率提高 1个百分点使该城市权威型父母

占比增加 1.47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父母越有动力通过“虎爸

虎妈”式教育提高子女教育水平和收入，帮助子女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再

次，城市间流动成本增加了上述收入差距的影响。当两地距离增加 100公里时，高教

育回报率和高收入差距地区，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比重（相比低教育回报率和

低收入差距地区）增加 1.49个百分点。最后，当权威型父母比重提高时，忽视型父母

会相应减少。总之，当某城市相对教育回报率越高、收入差距越大且流动到外地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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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越高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越多，采取忽视型教养方式的父母越少。

第四，本文验证了家长养育观念是重要的影响机制。我们研究发现，高教育回报

率会显著增强父母对教育价值的认同和对子女的学历期望。教育回报率每提升 1个

百分点，家长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未来成就重要”以及期望子女拥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概率将分别增加 1.84和 1.09个百分点。该现象的内在逻辑是，高教育回报率

强化了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关键路径的作用，使父母在感知到这一信号后，提

升了教育期望，进而倾向对子女采用高干预的权威型教养方式。

第五，为权威型教养方式可能的“收益”和“成本”提供了初步证据。分析表明，相

比其他 3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认知能力和自律能力分别高出 0.06
和 0.11个标准差，但相应伴随更高的家庭课外教育支出和家长辅导作业时间，父母继

续生育意愿更低。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体现在：其一，首次尝试解释当前我国父母“内卷”背

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其二，首次检验了教育回报率对父母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发

现收入差距扩大和地区间流动成本上升会放大该影响；其三，评估了权威型教养方式

的积极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和描述性统计；第三部分展示经验分析

结果；第四部分为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验证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影响；最后

是本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 3项数据。第一项数据为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随机

再抽样（后文简称 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该抽样调查在我国 31个省、市和自治区展

开，详细记录了个人性别、年龄、婚育状态、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信息，样本

规模大且具有城市代表性。与其他年份的普查数据不同，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问及

被访者收入水平，这为本文估计教育回报率提供了支持。我们将样本限定在劳动年

龄内且报告有正式工作和收入的人口（16-55岁），在剔除收入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有

效观测值为572 759个。

第二项数据来自 1986-2009年UHS数据。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组织实施，主要针对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住户。调查以固定样本户连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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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的方式展开。每一调查期为3年，每年轮换1/3。调查包含16个省份226个市、县的

25 000个住户①。调查详细询问了住户个体的个人基本信息、工资、收入、教育年限及

家庭支出明细。与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关键差异在于，UHS 是一个追踪调查数

据。同一个体可能会在不同年份被多次调查，因此可识别同一出生队列在不同年龄

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以区分年龄和出生队列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第三项数据来自CFPS。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采用分

层次、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PPS）。基线调查于 2010年在全国

25个省和直辖市展开，并于随后的 2012-2022年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调查包

含性别、年龄等基本个体特征以及教育、工作、健康、家庭收支、社区环境等多维信息。

本文采用 2010-2020年的 6期调查数据，基于家长代答问卷中父母和子女互动的相关

问题构建父母教养方式，这些问题询问了 6-15岁儿童的父母②。在剔除关键问题答

案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观测值16 198个。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父亲或母亲的教养方式，其构建基于CFPS调

查中的家长代答问卷。CFPS调查了家庭中照顾某个孩子最多的人，询问该代答人关

于子女养育的问题。我们删除了代答人是父母外其他亲属的样本，保留有 6-15岁子

女的父母代答人③，这些父母在调查时年龄为26-60岁。

借鉴Maccoby and Martin（1983）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分类方法，以父母对子女的需

求度（demandingness）和响应度（responsiveness）作为划分依据。需求度或父母对子女

的要求度，衡量了父母的监督和管理强度，响应度则反映父母对子女的察觉和支持。

具体地，专制型教养方式是高要求与低响应的结合，表示父母严格控制和限制子女行

为，要求子女服从自己，但不向子女解释原因。当子女违背自己意愿时，父母会进行

惩罚。权威型教养方式则是高要求和高响应的结合，这类父母对子女有明确的期望，

积极参与子女教育，规范子女行为，并向子女解释其规范行为的原因。这类教养方式

需要父母投入较多的精力和努力。溺爱型教养方式是低要求与高响应的结合，这类

父母表现得很温暖，更像是子女的朋友。他们对子女期望很小，几乎不对子女施加规

①　16个省份（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

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及甘肃省。

②　由于2022年调查中未包含本文构建教养方式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仅使用2010-2020年数据。

③　当一名家长有多个 6-15岁子女时，每名子女作为不同的观测纳入样本，回归中通过家长出现次数的倒

数作为权重进行调整。仅保留第一胎子女的估计结果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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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也不会惩罚子女。忽视型教养方式则是低要求和低响应的结合，这种类型的父母

不会干涉子女。他们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同时却对孩子的生活保持疏离。这类父

母对子女几乎没有期望，提供的关怀很少。上述定义方式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Chao，2001；Doepke and Zilibotti，2017；Cobb-Clark et al.，2019）①。

针对 6-15岁儿童的父母，CFPS询问了 7个关于子女需求度和响应度的问题。父

母对子女的需求度基于以下 5个问题：您经常要求子女完成家庭作业吗；您经常检查

子女家庭作业吗；您经常阻止或终止子女看电视吗；您经常限制子女所看电视节目类

型吗；您期望子女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分？前 4个问题的回复从 0（表示“从不”）至 4（表

示“很经常”）赋分，父母对子女成绩的期望同样以 0（表示“70分以下”）至 4（表示“100
分”）赋分②。本文将上述 5个问题的得分加总，作为父母需求度的衡量指标。基于样

本父母需求度的中位数，将父母分为高需求型和低需求型。父母对子女的响应度则

基于以下 2个问题：您经常和子女讨论学校里的事情吗；您会为子女学习放弃看电视

吗？同样，我们将这 2个问题的得分加总，衡量父母响应程度③。基于样本中位数，我

们将父母分为高响应型和低响应型。进一步，按照父母需求度和响应度的高低，交叉

形成4种类型，分别定义为专制型、权威型、溺爱型及忽视型教养方式。

2.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不同年龄阶段父母经历的劳动力市场教育回

报率。我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随城市和父母年龄而变化。这是基于两个事实：其一，

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年份有明显差异，这在许多文献中得到印证（Zhang et al.，2005；Li 
et al.，2025）。其二，由于我国经济在空间和区域上不均衡，教育回报在不同城市有所

不同。由此，本文针对在 2005年 16-55岁个体，按照 5岁为 1个区间，划分为 8个出生

队列（16-20、21-25、26-30、31-35、36-40、41-45、46-50、51-55）。在2005年人口抽样

调查包含的每个城市中，分别使用Mincer（1974）工资方程估计该城市8个出生队列的

教育回报率，从而得到“城市-出生队列”层面变化的2005年教育回报率④。

我们将该教育回报率数据与 CFPS调查数据合并，得到父母在 2005年所在地的

①　4种教养方式的定义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图1。
②　详细的问题介绍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1。
③　CFPS 2010-2014 年的少儿问卷问及了另外 3 个与父母响应度相关的问题。具体包括：当你做的不对

时，家长会问清原因并与你讨论该怎样做；家长鼓励你独立思考问题；家长要你做事时，会跟你讲这样做的原

因。本文在纳入这 3个问题后，重新测算父母的响应度得分和定义相应的 4种教养方式。此时需求度和响应度

指标均由 5个问题构成，分数范围均为 0-20分。使用 2010-2014年样本扩展响应度问题后的稳健估计结果详见

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4。
④　本刊网站本文附录一详细介绍了教育回报率的测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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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报率。具体而言，通过父母出生年份，计算父母在 2005年的年龄，从而归入上

述 8个出生队列中的某一个。结合CFPS数据中记录的父母出生队列和所在地信息，

将通过 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城市-出生队列”教育回报率与 CFPS调查城市

的父母匹配①。为确保地理信息准确，我们剔除了CFPS数据中在 2005年后迁移过的

样本②。最终本文匹配到的样本为 16 198 个父母，这些父母在 2005 年的年龄为 16-
55岁。

在使用UHS数据估计教育回报率时，我们采用类似方法，重新计算不同年龄和不

同出生队列经历的教育回报率。首先，保留 1960-1989年出生的个体。其次，根据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将 UHS个体工资收入调整到 2005年水平。最后，我们以 5年为间

隔，将数据划分为 5个出生队列，并分别估计每个出生队列在生育年龄（26-40岁）和

非生育年龄（16-25岁）的教育回报率③。由此得到不同地区、不同出生队列在生育年

龄和非生育年龄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再与 CFPS 调查的家长按照出生队列和地区匹

配。由于UHS调查仅在城镇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只保留CFPS调查中居住在城镇地区

的家长。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包括儿童和父母的户口、年龄、性别、

民族、家庭子女数量、父母在 2005 年是否生育、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居住地的城乡

属性。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报告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A部分报告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

父母采取的教养方式、需求度和响应度得分。其中，父母平均需求度得分为 11.524
分、响应度得分为 4.464分。父母采取专制型、权威型、溺爱型及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比

例分别为 8.5%、44.5%、23.6% 和 23.4%。B 部分报告核心解释变量——基于 2005 年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计的教育回报率，2005年教育回报率为 5.4%，这与已有文献的

发现一致（Li，2003；Ren and Miller，2012；姚先国等，2013）④。

①　本文作者获得了CFPS城市识别码的使用授权，相关结果在保密机运行得到。

②　在我们的样本中，2005年后离开户口所在地的家长占全样本比例仅为1.4%。考虑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

题导致估计偏误，本文也报告了保留这些迁移样本后的估计结果，结果仍稳健。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3。
③　在区分生育和非生育年龄后，UHS调查中 1985-1989年出生个体较少，因此我们将 1980和 1985出生队

列合并。

④　例如，Ren and Miller（2012）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测得 2006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

分别为 5.7% 和 5.4%。姚先国等（2013）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测得 2005 年我国城镇地区教育回报率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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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分报告 CFPS数据中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样本中儿童平均年龄约 11
岁，汉族儿童占比达 88.2%，有 46.6%的儿童为女性，非农户口占比为 21.5%。儿童主

要看护人（父亲或母亲）的平均年龄约 39岁，非农户口占比为 21.2%。主要看护人为

母亲的比例为 66.4%，这意味着本文测度的教养方式更多反映了母亲的教养行为。

有58.2%的父母在2005年已生育子女。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A. 被解释变量

专制型教养方式

权威型教养方式

溺爱型教养方式

忽视型教养方式

需求度得分

响应度得分

B. 解释变量

教育回报率

C. 控制变量

儿童特征

　年龄

　民族（汉族=1）
　性别（女=1）
　户口（非农业户口=1）
　兄弟姐妹数量

儿童主要看护人：父亲或母亲特征

　年龄

　民族（汉族=1）
　看护人为母亲（是=1）
　户口（非农业户口=1）
　2005年是否有子女（是=1）
　受教育年限

　地区城乡属性（城市=1）
样本量

（1）
全样本均值

0.085
0.445
0.236
0.234

11.524
4.464

0.054

10.921
0.882
0.466
0.215
0.828

38.789
0.890
0.664
0.212
0.582
7.609
0.423

16 198

（2）
全样本
标准差

0.278
0.497
0.425
0.423
3.685
1.998

0.020

2.658
0.323
0.499
0.411
0.935

5.447
0.313
0.472
0.409
0.493
4.330
0.494

（3）
高教育回报
地区均值

0.085
0.472
0.222
0.221

11.707
4.563

0.071

10.893
0.867
0.472
0.328
0.765

38.752
0.876
0.673
0.316
0.576
8.551
0.560
6736

（4）
低教育回报
地区均值

0.084
0.426
0.246
0.244

11.394
4.393

0.042

10.941
0.892
0.462
0.134
0.873

38.816
0.900
0.658
0.138
0.586
6.939
0.326
9462

（5）
（3）-（4）

0.00
0.05**

−0.02** 
−0.02*

0.31**

0.17**

0.03***

−0.05
−0.03
0.01

0.19***

−0.11

−0.06
−0.02
0.01

0.18***

−0.01
1.6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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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5）列报告了高、低教育回报地区的差异。我们按照地区教育回报率的均

值，将样本分为高教育回报和低教育回报地区两个子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高

教育回报地区的父母更多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更少采用溺爱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

在控制变量方面，高教育回报地区的父母及其子女更多拥有城市户口，且父母受教育

年限更长。鉴于这些差别，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父母和子女的个体特征。

图 1按教育回报率划分了 20个分位数，并在每个分位数区间统计父母采取每种

教养方式的比例。图 1b显示，随着教育回报率提高，有更高比例的父母采取权威型

教养方式。对应地，图 1d显示，随着教育回报率提高，有更低比例的父母采取忽视型

教养方式。图 1a和 c则显示，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占比与教育回报率没有明

显关系。图 1的证据初步表明，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可能影响其选择不同的教养

方式，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越有可能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同时越不可能采用忽视

型教养方式。

图 1　教育回报率和父母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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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量模型与经验分析

（一）计量模型

本文计量模型分为三部分。首先，分析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对其未来采用教

养方式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影响机制。其次，比较父母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

报率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并划分同一出生队列在生育期和非生育期经历的教育回报

率，以验证生育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是影响教养方式选择的关键。最后，引入

地区收入差距和地理距离，研究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是否随父母所在地区

的收入差距和流动成本变化。

1.教育回报率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本文识别策略是双重差分模型，以此估

计当不同年龄阶段父母经历不同教育回报率时，对其未来采用教养方式的影响。本

文构建的教育回报率随城市和出生队列变化，因此可进行同一城市中不同出生队列

和同一出生队列在不同城市的对比。具体地，我们比较经历较高和较低教育回报率

的出生队列父母采用教养方式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不同城市的表现：

yit = β1 returncj + X it 'Γ + τc + τt + τj + εit （1）
其中，下标 i表示CFPS调查中的个体；c表示父母（代答人）所属出生队列；j表示

城市；t表示CFPS调查年份；yit是被解释变量，在基准回归中，yit表示父母 i采用 4种教

养方式的虚拟变量，包含专制型、权威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在机制检验中，yit 表示父

母的养育观念，采用父母对教育重要性的感知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衡量。returncj 表

示 j城市 c出生队列父母在 2005年面临的教育回报率①。值得注意的是，该变量在“地

区-出生队列”层面测量，因此不太会受某一个体的影响，且该变量在被解释变量之前

测算，也避免了反向因果问题。向量X it'指代一系列控制变量，包含儿童特征（性别、

年龄、民族、户籍、兄弟姐妹数量）和父母特征（性别、年龄、民族、户籍、受教育年限、

2005年是否已生育、居住地城乡属性）。τc、τt 和 τj 分别为出生队列、调查年份和城市

的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我们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为 β1。比如，在样本仅包

含两个城市U和V以及两个出生队列 c'和 c的情况下，其表达式为：

β1 = E [ yc'U - ycU|Z it ] - E [ yc'V - ycV|Z it ] （2）
其中，E [·]表示取期望；c'和 c表示出生队列；U和V表示城市；Z it 表示控制向量，

①　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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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1）式中的X it'和CFPS调查年份固定效应（τt）。在基准回归中，β1 表示在城市U

中出生队列 c'和 c的父母采用教养方式之差，与在城市 V中出生队列 c'和 c的父母采

用教养方式之差的差异。

2.不同年龄段的影响。（1）式考察了各年龄段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对其教养方

式选择的平均效应。一种可能是，在某一特定年龄段，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会对感知

的教育回报率更敏感。为详细考察不同年龄阶段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影

响，我们估计以下方程：

yit = ∑c=16-20
51-55 γc returncj × 1[ ]cohorti = c + X it 'Γ + τc + τt + τj + εit （3）

其中，1[ cohorti = c ]表示指示变量，当个体 i属于 c出生队列时，取值为1，否则为0；
系数γc衡量了在第 c个出生队列中，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的影响①。

（3）式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仅采用 2005年一期数据估计教育回报率，难以区分出

生队列效应和年龄效应的影响②，且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可能随 2005年后的教育回

报率调整。为减轻上述担忧，本文使用 1986-2009年 UHS调查数据做验证。UHS调

查数据是一个连续追踪数据，同一个体在不同年份被多次调查，因此可识别同一个体

在不同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这不仅能区分年龄和出生队列的影响，而且比较

了同一出生队列个体在“生育年龄阶段”和“非生育年龄阶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的影

响。为此，我们构建以下方程：

yit = φ0 + φ1 RAreturncp + φ2 NRAreturncp + M it'K + τc + τt + τr + εit （4）
其中，p代表省份③；RAreturncp 表示 p省份 c出生队列在生育年龄（26-40岁）经历

的教育回报率；NRAreturncp 代表非生育年龄（16-25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τc 为出生

队列固定效应，用以排除特定出生队列的影响；τt 和 τr 分别表示 CFPS调查年份和地

区的固定效应④；M it'包含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和城市特征（2000年地区失业率、城

①　由于 1950和 1955出生队列样本量较少，此处将其合并为同一个出生队列，并保留全部代答人，以提高

估计精度。

②　正如本文发现的，父母在生育年龄（26-40 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是影响其教养方式选择的关键，在

2005年 26-40岁的个体出生于 1965-1979年，无法区分这主要源于 26-40岁的年龄效应还是 1965-1979年这一

特定出生队列的特征。

③　在划分生育和非生育年龄样本后，UHS调查数据在城市层面的样本量较少，因此我们在“省份-出生队

列”层面估计教育回报率。

④　此时教育回报率仅在 16个省份 5个出生队列中变化，因此我们加入东中西部地区固定效应，以确保教

育回报率有足够的变动，并减轻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Moulton，1990）。同时，我们控制了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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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户籍人口比例和识字率）①。在（4）式中，如果估计系数φ1 显著，而φ2 不显著，则说

明在控制了出生队列特征后，我们的估计结果仍可以解释为“生育年龄”效应。

本文在估计（1）、（3）及（4）式时，将 CFPS的 6期调查合并为混合截面数据，并以

父母出现次数的倒数作为样本权重进行回归②。此外，由于一个地区内教养方式可能

存在相关性，因此标准误聚类在县级层面。

3.跨地区流动、相对教育回报率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教育回报率影响父母教养

方式的主要逻辑是：当教育回报率更高时，父母会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并严格要求他

们，以提高子女未来在整个社会收入分布中的位置。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还取决于地

区的不平等程度。比如，在一个收入极为不平等且教育回报率很高的地区，父母会更

倾向于严格要求子女，从高教育回报中获益，提高子女未来在社会收入分布中的位

置。相反，在一个收入极为平均的地区，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就较弱。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不太会随教育回报率上升而严格要求子女。

同时，上述模型没有考虑子女未来的跨地区流动。比如，子女在完成学业后可以

到其他地区工作。若父母预期子女会流动到教育回报率更高的地区，那么本地教育

回报率的绝对水平可能不再是唯一决定因素，相较其他地区的教育回报优势也会影

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基于此，本文测度两个地区间的相对教育回报率。我们构建城

市对数据并引入城市间的距离，以测度地区间的流动成本。

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考虑仅有两个城市U和V。假设U城市收入差距

大于V城市，当U和V两地相邻时，在U城市生活的父母可以让子女毕业后到邻近的V

城市工作。此时U城市父母经历的相对教育回报率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可能与U城

市的收入差距没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如果U和V两地距离较远，由于子女未来流动

到V城市的成本较高，当U城市父母发现教育回报率较高且本地收入差距较大时，会

更加严格要求子女学习，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将CFPS调查城市两两配对，构成一个“出生队列-城市组”数

据集。由此构建三重差分（triple difference）模型：

①　选择 2000年的原因主要是为避免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2005年教育回报率）相关而带来“不好的

控制变量（bad control）”问题，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用来构建相关控制变量。

②　在混合截面数据中，同一个家长在各年出现的次数不同，出现次数更多的家长能更大程度影响估计结

果。参考Carrell et al.（2018）的研究，我们以家长出现次数的倒数作为权重进行调整，使每个家长对估计系数有

相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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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mc = θ1 (dreturnmc × dginimc × distm ) + θ2 (dreturnmc × dginimc )
+θ3 (dreturnmc × distm ) + θ4( )dginimc × distm

+θ5 dreturnmc + θ6 dginimc + θ7 distm + Nm'Λ + τc + εmc

（5）

其中，m表示城市组；dymc表示城市组m中 c出生队列的父母采取某一教养方式的

比重之差；dreturnmc 表示城市组m两个城市中 c出生队列父母在 2005年的教育回报率

之差；dginimc 表示城市组 m两个城市中 c出生队列父母在 2005年的收入差距之差①；

distm表示城市组m中两个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百公里。

在分析城市组数据时，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变量差分的顺序。为让估计系数

更容易解释，本文以教育回报率的差分正负为基准。如果U城市 c出生队列的教育回

报率大于V城市，则 dymc、dreturnmc 和 dginimc 均以U城市减去V城市的 c出生队列计算。

此外，本文将收入差距之差（dginimc）和距离（distm）均减去样本均值（demean）。因此，

系数可解释为相对于均值的增加。

Nm'表示一系列城市组层面的控制向量，包含城市组 m中两个城市在 2000年平

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失业率的差、城镇户籍人口比例的差、识字率的差以及两地是否

属于同一个省。

本文主要关注 θ1，同时考虑 θ5 的正负。θ5 表示两地教育回报率的差是否影响两

地采取某一教养方式的父母比例之差。θ1 表示上述影响是否随两地收入差距和距离

发生变化。比如，当我们分析权威型教养方式时，θ5 > 0表示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城市，

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比例越高。若同时 θ1 > 0，则表示距离越远、收入差距越

大的两个城市，相对教育回报率对父母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影响越大。

（二）经验分析

1.基准回归。表 2报告了基于（1）式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父母采取某种教

养方式的虚拟变量。其中，A部分控制了父母个体特征、出生队列、调查年份及城市

固定效应，B部分进一步加入儿童个体特征。第（2）和（4）列估计结果显示，教育回报

率会显著影响父母采取权威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平均看，教育回报率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父母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增加 1.666 个百分点（标准误为

①　dginimc =  giniU - giniV，其中，U和V为m城市组中两个城市，giniU 和 giniV 分别表示城市U和V的基尼系

数。基尼系数以某个城市收入最高 20%人的收入占这个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与收入最低 20%人的收入占这个

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之差衡量。本文将收入差距之差分成 10个等级，并赋值 1-10，其中 10表示收入差距最大，1
表示收入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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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相较样本均值提高 3.74%），而采取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降低 1.219个百分

点（标准误为 0.565，相较样本均值降低 5.21%）①。第（1）和（3）列结果表明，教育回报

率增加会提高父母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的概率而降低其选择溺爱型教养方式的概

率，但影响效果较小且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表 2第（1）-（4）列估计系数的和接近

0。由于父母必然采取 4种教养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教育回报率上升在增加采取权威

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概率的同时，也降低了采取其他两种教养方式的可能。

表 2 教育回报率影响教养方式的基准回归结果

A. 未控制儿童个体特征

教育回报率

被解释变量均值（%）

父母特征

出生队列固定效应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B. 控制儿童个体特征

教育回报率

被解释变量均值（%）

儿童和父母特征

出生队列固定效应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专制型

0.045
（0.269）

8.47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0.062
（0.272）

8.47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2）
权威型

1.564**

（0.637）
44.49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1.666***

（0.618）
44.49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3）
溺爱型

−0.390
（0.464）

23.63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0.509
（0.466）

23.63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4）
忽视型

−1.219**

（0.584）
23.40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1.219**

（0.565）
23.40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198
说明：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在县级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如无特殊说明，后表同。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构建的教养方式分类基于样本需求度和响应度的中位数划分，因此测度的是父母

在所有家庭中的相对行为位置。例如，权威型教养方式占比提高的含义是：当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更高时，

相对更严格且更关注子女的父母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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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权威型父母有高需求度和高响应度。当父母进入劳动力市场经历较

高的教育回报率时，会认为教育带来的收入回报更高，因此会对子女更加严格要求，

更加关心子女，以让子女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即倾向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

相反，忽视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有低需求度和低响应度。父母以往经历的高教育回报

率会降低其采用这类教养方式的概率。由于表 2显示教育回报率仅对权威型和忽视

型教养方式有显著影响，本文后续分析仅报告教育回报率对这两种教养方式的

影响①。

2.分出生队列结果。借助不同出生队列在 2005年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本文进一

步分析教养方式对教育回报率的“敏感时期”。图 2a绘制了基于（3）式得到的估计系

数和其 95%置信区间（图 2阴影部分），被解释变量为父母采用权威型和忽视型教养

方式的虚拟变量。我们按照 5岁为 1个区间，分析父母在各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

对其未来采取权威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在 26-40岁经

历的教育回报率能显著影响后期教养子女的方式。由于 26-40岁是主要的生育年龄

区间，这说明在生育年龄段，父母对社会教育回报率的认知会更加影响其对子女教养

方式的选择。

图 2　不同出生队列估计系数

具体地，父母在 26-30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每上升 1个百分点，将提高其采用权

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 1.89个百分点，降低采用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 1.05个百分点。

①　在后文分析中，对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影响大多不显著，相关估计结果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

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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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 31-40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影响最大。其中，31-35岁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每上

升 1个百分点，使父母选择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提高 3.39个百分点；36-40岁经历

的教育回报率对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影响效果为−2.60个百分点。

图 2b 绘制了以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图和其

95%置信区间。我们发现，父母各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基本对专制型和溺爱型

教养方式的选择没有影响。估计系数唯一显著的是父母在 31-35岁经历更高的教育

回报率能降低其采取溺爱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对比图 2a不难发现，这部分父母将更

多地转变为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

如前所述，由于采用 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教育回报率无法区分年龄效

应和出生队列特征，图 2的结果可能是由不同年龄的人处于不同年代导致的。为减

轻这一担忧，我们使用 1986-2009年UHS数据进一步验证。具体地，本文保留UHS调

查中 1960-1989年出生个体，同样以 5年为间隔，划分为 5个出生队列，分别估计不同

地区、每个出生队列在生育年龄（26-40岁）和非生育年龄（16-25岁）的教育回报率。

进一步将所得教育回报率按地区和出生队列与CFPS调查中的城镇地区样本匹配。

表 3第（1）和（2）列报告了基于（4）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生育年龄段经历的

教育回报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家长后期选择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提高 1.206个

百分点（标准误为 0.585，相较样本均值提高 2.67%），选择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降

表 3 基于 UHS 区分生育和非生育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结果

生育年龄教育回报率

非生育年龄教育回报率

被解释变量均值（%）

儿童和父母特征

城市特征

出生队列固定效应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同时估计

权威型

1.206**

（0.585）
−0.036

（0.468）
45.12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2）

忽视型

−1.491**

（0.621）
0.706

（0.546）
26.99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3）
生育年龄

权威型

1.191**

（0.540）

45.12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4）

忽视型

−1.190**

（0.523）

26.99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5）
非生育年龄

权威型

0.414
（0.467）

45.12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6）

忽视型

0.150
（0.515）

26.99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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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491个百分点（标准误为 0.621，相较样本均值降低 5.52%）。然而，非生育年龄段

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第（3）-（6）列单独加入生育年龄或非

生育年龄的教育回报率，得到了类似结果。

表 3所得结果区分了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影响的年龄效应和队列特征。在控

制出生队列的特征后，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解释为年龄效应。表 3结果再次验证了生

育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的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无论家长属于哪个出生队列，在

其生育年龄段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均能显著影响其后期的教养方式。

3.跨地区流动、相对教育回报率和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

率能否影响教养方式取决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越不平等的地区，越高的教育

回报率说明个体越有可能通过教育提高自己在整个社会收入分布中的位置。父母因

而会越严格地要求子女学习。相反，在收入相对均等的地区，教育回报率对子女未来

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影响较小，因此在这些地区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对教育回报率

并不敏感。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跨地区流动。比如，当父母认为居住地教育回报率相对

较低且收入差距较高时，他们会鼓励子女毕业后到教育回报率相对较高、收入差

距相对较低的城市工作。此时，地区间相对教育回报率成为影响父母教养方式

的因素。

表 4 报告了基于（5）式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两两城市采取权威型或忽视

型教养方式父母占比之差。第（1）和（2）列报告了以基尼系数作为地区收入差距指

标的估计结果。第（1）列显示，教育回报率差异的估计系数为 1.385（标准误为

0.093），这验证了地区间相对教育回报率对家长教养方式的影响。例如，当 U 城市

家长经历的教育回报率相较 V 城市高出 1 个百分点时，U 城市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

的父母占比会高出 1.385个百分点。教育回报率差异×收入差距差异的估计系数为

0.085（标准误为 0.029），表明若高教育回报率地区的收入差距比低教育回报率地区

高 1 个分位数，则两地采用权威型父母的比重之差进一步扩大为 1.470 个百分点（=
1.385+0.085）。

最后，教育回报率差异×收入差距差异×距离的估计系数为 0.016（标准误为

0.004），表明两地距离越远，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式的影响随两地收入差距差异的变

化也越大。当两地距离增加 100公里，高教育回报率地区收入差异也高于低教育回

报率地区 1个分位数时，权威型父母的比重差异将为 1.486个百分点（=1.385+0.085+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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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跨地区流动、相对教育回报率和收入差距的影响

教育回报率差异×收入差距差异×距离

教育回报率差异×收入差距差异

教育回报率差异×距离

教育回报率差异

收入差距差异

距离

收入差距差异×距离

城市特征

出生队列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基尼系数衡量两地
收入差距的差异

权威型占比
之差

0.016***

（0.004）
0.085***

（0.029）
0.012

（0.014）
1.385***

（0.093）
−0.002**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38 789

（2）

忽视型占比
之差

−0.012***

（0.004）
−0.020

（0.026）
−0.024**

（0.011）
−0.927***

（0.075）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38 789

（3）
收入上下25%分位数的差
衡量两地收入差距的差异

权威型占比
之差

0.010*

（0.005）
0.061*

（0.033）
0.017

（0.014）
1.319***

（0.093）
0.002*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38 789

（4）

忽视型占比
之差

−0.016***

（0.004）
−0.024

（0.027）
−0.027**

（0.012）
−0.948***

（0.075）
0.002**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控制

控制

38 789
说明：第（1）和（2）列采用基尼系数衡量地区收入差距。第（3）和（4）列以地区收入上下 25%分

位数的差衡量地区收入差距。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在城市组层面的标准误。

表 4第（2）列报告了教育回报率对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影响。相比第（1）列，教育

回报率的影响随两地收入差距差异和距离的影响是相反的。两地教育回报率的差异

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在高教育回报率地区，忽视型父母占比将降低 0.927 个百分点。

当高教育回报率地区的收入差异也更高时，忽视型父母占比将进一步降低 0.020个百

分点。当两地距离增加 100 公里时，高教育回报率地区忽视型父母占比将再降低

0.012个百分点。表 4第（3）和（4）列报告了以地区上下 25% 分位数的差衡量地区收

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与第（1）和（2）列一致。总之，教育回报率越高地区，采

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父母的占比越高，采用忽视型教养方式父母的占比越低，且上述影

响随两地收入差距差异的上升、两地距离的增加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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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观反映教育回报率与教养方式的关系，我们按照两地收入差距差异分为 10
个分位点，在每个收入差距的分位区间内，采用双重交互项设定，以父母采取的某一

教养方式的比重之差，对教育回报率差异、距离、两者交互项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

回归①。图 3报告了教育回报率差异与距离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虽然在分成 10个子

样本后，样本量减少导致估计精度下降，但我们仍可清晰地发现教育回报率对教养方

式的影响随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收入差距越高的地区，教育回报率上升越

会显著增加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父母的比重，降低采用忽视型教养方式父母的比重；

教育回报率对专制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影响不随收入差距的变化而变化②。

图 3　不同收入差距差异下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说明：图中圆点为教育回报率差异与距离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浅色阴影部分为其 95%的置信区

间，深色阴影部分为90%的置信区间。

4. 影响机制分析。我们假设父母感知的教育回报率上升是通过改变家长的养

育观念来影响其教养方式的。特别是当父母感知的教育回报率更高时，会认为教

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父母认为教育对孩子成就更加重

要），他们也会希望子女得到更高的教育（对子女教育期望更高），因而采取权威型

教养方式。

①　估计方程为 dymc = ρ1( )dreturnmc × distm + ρ2dreturnmc + ρ3distm + Nm'Λ + τc + εmc，其中符号定义与（5）
式相同。在每个分位区间内，图3报告了系数 ρ1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

②　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回归图，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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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上述机制，本文构建两个变量衡量家长对教育的观念（教育对孩子成就的

重要性、对子女教育的期望）。首先，CFPS在 2010-2014和 2020年的调查中询问了家

长“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未来成就有多重要？”，回复从 0至 10，表示“非常不认同”至“非

常认同”。本文根据该问题构建虚拟变量“认同受教育程度对成就重要”，若家长回复

的分值超过均值（8分），取值为1，否则为0。
其次，教育期望可能受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直觉而言，如果家长面临较高的教育

回报率，将有更大概率期望子女通过教育获得这种高收益。在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

育期望时，根据CFPS调查问题“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本文构建虚拟

变量“对子女有高教育期望”，取值为 1表明父母期望孩子完成本科及以上学历，否则

取值为0。
表 5以上述两个父母观念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教育回报率进行回归。结果

显示，教育回报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家长认同教育对成就重要的概率将提高 1.839
个百分点（相较均值提高 3.38%）；期望子女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将提高 1.086
个百分点（相较均值提高 1.38%）。这表明父母感知的教育回报率上升会显著增加父

母认同“教育对子女成就重要”观念的概率，并使父母更加希望子女获得高水平教育。

上述观念的改变可能促进父母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

表 5 教育回报率影响教养方式的机制检验

教育回报率

被解释变量均值（%）

儿童和父母特征

出生队列固定效应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认同受教育程度对成就重要

1.839**

（0.915）
54.46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27

（2）
对子女有高教育期望

1.086**

（0.525）
78.69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2 727
说明：该表为（1）式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家长养育观念。在剔除“认同受教育程度对成就重

要”变量缺失的个体后，剩余5727个样本；在剔除教育期望缺失的个体后，剩余12 727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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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教育回报率对父母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程度可能取决于 3个因素：对教育回报

率信号的识别能力、父母教育观念以及对教育回报率信号的敏感度。我们将根据以

上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①。

首先，家长对教育回报率信号的识别可能存在差异。比如，教育或经济水平较高

的父母通常有更充分的信息，对教育回报率的感知更准确（Boneva and Rauh，2018）。

因此，我们基于父母受教育年限和居住地的城乡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在（1）式

基础上加入“教育回报率×低教育父母”或“教育回报率×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对高教育和居住在城镇地区的父母，当其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增加时，更有

可能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而不采取忽视型教养方式。

其次，教育观念的不同也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比如，父母对男孩有更高

的收入期望（Bertrand et al.，2015），也更倾向为男孩选择竞争性的环境（Tungodden 
and Willén，2023）。因此，在面对较高的教育回报率时，男孩父母更有可能将教育视

为孩子未来取得成就的重要途径，进而改变教养方式。本文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这一

结论。对男孩父母，教育回报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将

提高 1.974个百分点（标准误为 0.671）。对女孩父母，这种影响效果仅为 1.322个百分

点（=1.974−0.652）。父母采用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则刚好相反。

最后，父母对教育回报率信号的敏感度也可能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比如，

当真正成为父母时，他们对教育回报率信号的敏感度更高，因此教养方式更容易受上

述信号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对 2005年已经生育子女的父母，其经历的教育回报

率对教养方式的影响达到 2.778个百分点。而对 2005年尚未生育子女的父母，这种

影响仅为 1.086个百分点（=2.778−1.692）。对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影响则与之相反。这

也再次验证了图2的结论：生育后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程度更大。

（二）稳健性检验

1. 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采用（1）式估计时，加入了城市固定效

应，这可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城市特征的影响可

①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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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存在异质性，比如，年龄不同的父母尽管经历了相同的城市历史

文化特征，他们仍可能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为此，本文控制“城市特征×出生队列”

后再次回归①。其中，城市特征包括文化特征（方言指数、明清时期的进士密度）、教育

特征（2000年城市普通中学数量）以及经济特征（2000年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的

比值）②。

为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利用 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

的城市内部出生队列层面的外生冲击构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法估计。已有研究表明，经历高校扩招的出生队列在劳动力市场

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由此降低了教育回报率水平（Li et al.，2017；Xu and Xu，2025）。

同时，由于扩招强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教育回报率的变化程度也随地区变化。

基于此，我们构建“受高校扩招影响的出生队列×城市扩招强度”作为工具变

量③。其中，变量“受高校扩招影响的出生队列（post80c）”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个体

中取值为 1④。参考Feng and Xia（2022）和Lu and Zhang（2019）的研究，扩招前高校数

量越多的城市，其经历的扩招规模也越大。因此，变量“城市扩招强度（intensityj）”分

别以政策发生前（1998年）城市高校招生人数或当地高校数量衡量⑤。以“扩招前地

区招生人数×post80c”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显示，第一阶段估计系数为−0.03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历大学扩招的个体面临较低的教育回报率。同时，一阶段F值

大于 10，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能显著增加

（降低）家长选择权威型（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采用“扩招前城市高校数量×
post80c”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也得到了一致结论⑥。

2.采用其他数据或方法测量教育回报率。前文主要使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

①　具体估计结果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6。
②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

③　第一阶段估计方程为：returncj = σ1( )post80c × intensityj + X it 'Γ + τc + τt + τj + εcj。第二阶段估计方程

为：yit = β1 return cj + X it 'Γ + τc + τt + τj + εit。其中，post80c 对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个体取值为 1，否则为 0；
intensityj表示高校扩招强度。

④　1981 年及以后出生的个体在 18 岁时能经历 1999 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政策，但由于本文教育回报率

（returncj）按每 5年划分出生队列测算，因此 1980-1984归为一个出生队列，面临统一的教育回报率，工具变量同

样按照1980年为界限。1981年为界限的稳健估计结果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8。
⑤　这近似于一种简化的 Bartik IV （Goldsmith-Pinkham et al.，2020），基本的识别假设为：如果没有发生高

校扩招的冲击，那么实际经历扩招冲击程度不同城市的父母教养方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⑥　具体估计结果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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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教育回报率。为避免特定年份特有的收入冲击导致教育回报率和教养方式产

生伪相关关系（spurious relation），同时减轻对 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中个体收入测量

误差问题的担忧，本文再次以 2002-2009年 UHS数据重新测算教育回报率做稳健性

检验①，在“城市-出生队列”层面估计 2002-2009年整体的教育回报率，并与CFPS调

查中城镇地区样本匹配。结果显示，父母经历的教育回报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会增

加其未来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 0.725个百分点（标准误为 0.345），并降低采用

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概率0.492个百分点（标准误为0.217）②。

此外，考虑在同一个城市中，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也可能存在差异，我

们进一步基于城乡属性分别测算教育回报率（“城市-出生队列-城镇/乡村”层面），并

根据CFPS调查中居住地城乡属性进行匹配，再次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③。

3.采用其他方法测量教养方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以“是否经常和子女讨论学

校里的事情”和“是否会为子女学习放弃看电视”两个问题衡量家长对子女的响应度。

在基于更多问题衡量响应度后重新构建教养方式指标，或采用需求度和响应度标准

化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均得到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论④。

4.当期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前文研究了 2005年和 2002-2009年整体教育回报率

对父母未来教养方式选择的影响。一种可能是，父母教养方式仍可能随 2005 年或

2009年以后经历的教育回报率发生变化。为此，本文利用CFPS数据，测算“省份-出
生队列”层面 2010-2020年教育回报率，作为“当期教育回报率”的测度，并纳入控制

变量。相应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当期教育回报后，基本结论保持不变⑤。

五　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收益与成本

以上分析验证了父母在生育年龄段经历更高的教育回报率，能提高其采取权威

型教养方式的概率。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否有利于儿童人力

资本积累，又会为家长和子女带来怎样的成本？

①　由于此处主要考虑排除 2005年特定年份的影响，因此与前文采用UHS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区分生育和

非生育年龄教育回报的影响。且由于不区分年龄阶段后样本量充足，测算的是“城市-出生队列”层面的教育回

报率，而非省份层面。

②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9第（1）和（2）列。

③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9第（3）和（4）列。

④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4。
⑤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10和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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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可能收益

以往研究表明，“严慈相济”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不仅有利于儿童的学业表现和教

育成就（Weiss and Schwarz，1996；Doepke and Zilibotti，2017），还能改善儿童的自控意

识（Cobb-Clark et al.，2019）、自我效能感（Seror，2022）等非认知能力。为验证权威型

教养方式的积极影响，我们分析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儿童人力资本的关系。在认知能

力方面，利用 CFPS针对 10岁及以上儿童的认知测试，构建数学成绩、字词成绩以及

平均成绩指标，每项指标都根据CFPS调查年份和儿童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在非认

知能力方面，参考吴贾等（2020）的研究，选择“这个子女学习很努力？”等 7个问题，构

建儿童自律能力指标，该指标同样按照调查年份和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①。

我们以儿童认知测试成绩或自律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父母采取权威型教养

方式回归。回归中同样控制儿童和父母的个体特征，并加入CFPS调查年份和区县固

定效应。表 6的估计结果显示，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儿童人力资本正相关。相较其他 3
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子女的数学成绩和平均成绩分别高出 0.055和 0.051
个标准差，自律能力高出0.113个标准差。

表 6 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儿童人力资本

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

被解释变量均值

儿童和父母特征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数学成绩

0.055**

（0.025）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8203

（2）
字词成绩

0.026
（0.028）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8203

（3）
平均成绩

0.051**

（0.026）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8203

（4）
自律能力

0.113***

（0.028）
−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8203
说明：保留人力资本指标没有缺失的个体后，剩余 8203个样本。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并

加入CFPS调查年份和区县的固定效应。

（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可能成本

尽管高需求结合高响应的教养模式有利于儿童发展，但也可能需要家长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金钱，相应产生更高的育儿成本。为此，我们检验权威型教养方式为家庭

和社会带来的可能成本。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家长时间或金钱投入；家长生育意

①　具体构建方法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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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①；家长和子女的心理压力，以及家长和子女之间争吵的概率。

指标构建方面，家长时间投入以“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间”衡量，金钱投入以

“家庭全年课外教育支出”衡量。儿童和父母的抑郁得分均采用CFPS调查中CES-D
抑郁得分测度，并逐年进行标准化处理。子女与家长发生争吵的概率根据问题“过

去一个月，你和父母大概争吵了几次？”构建虚拟变量，在发生过争吵的样本中取值

为 1，在回答 0次的样本中取值为 0。对于生育意愿，我们构建了两种指标。其一，利

用CFPS 2014和 2018年调查问题“您认为自己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得到家长的期

望子女数量。其二，结合 2020年调查问题“未来两年内是否会要孩子”，构建虚拟变

量“继续生育意愿”，该指标对 2014 年和 2018 年调查中期望子女数量超过家庭实际

子女数量，以及 2020 年调查中回答未来两年有生育计划的个体取值为 1，其余取

值为 0。
表 7报告了以教育投入或生育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权威型教养方式回归的

结果。我们发现，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每周辅导作业时间平均高出 0.280小时

（约 17 分钟），全年课外教育支出增加 14.60%（约 110 元），期望子女数量平均减少

0.058个，而有继续生育意愿的概率降低2.50个百分点。

此外，本文还验证了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家长和子女的抑郁水平，以及发生争吵概

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伴随家长或子女更高的焦虑水平，也会有

更多的亲子关系摩擦②。后者可能与权威型教养对子女行为的限制有关。

表 7 权威型教养方式与教育投入和生育意愿

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

被解释变量均值
儿童和父母特征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家长辅导作业时间

0.280**

（0.130）
6.137
控制
控制
控制
9412

（2）
课外教育支出对数

0.146**

（0.056）
2.050
控制
控制
控制

12 448

（3）
期望子女数量

−0.058**

（0.023）
2.098
控制
控制
控制
5153

（4）
继续生育意愿

−0.025*

（0.014）
0.566
控制
控制
控制
5214

说明：家长辅导作业时间指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小时数；课外教育支出根据问题“去年全年，这

个孩子的所有教育支出（元）：课外辅导/家教费”构建，并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 2010年水

平，再取对数。

①　Kim et al.（2024）的研究证实，育儿投入升高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②　详见本刊网站本文附录附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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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教育体系内激烈竞争，研究父母教养方式选择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极

具价值，因为“虎爸虎妈”们对子女付出较多的时间投入和较高的教育成本也是导致

我国近些年持续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本文对教育回报率、收入差距和父母教养方

式选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结合 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首先，父母早

年经历更高的教育回报率会导致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概率上升，而采取忽视型

教养方式的概率下降。其次，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在生育年龄段（26-40岁）经历的教育

回报率变化最敏感。再次，在考虑地区收入不平等后发现，当某地区教育回报率越

高、收入差距越大（且流动到外地的成本越高时），父母越容易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

最后，采用UHS数据重新测度教育回报率，或扩展教养方式的测算指标，均得到了一

致的结论，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本研究具有多项政策含义。首先，尽管父母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严格要求子

女，可以提高子女人力资本，但从全社会角度看，儿童竞争的本质是一个零和过程。

若人力资本水平已超过社会需求的水平（过度教育），则只会增加资源浪费以及父母

和儿童的心理压力。其次，如果父母对子女能力的培养不适应新经济条件下社会对

新型人力资本的需求，比如全球竞争下更需要创新型人才而不是具有高应试能力的

人，则流行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会产生人力资本供需错配。最后，权威型父母需要在子

女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物质，这无疑增加了育儿成本，也是我国生育率持续走

低的原因之一。总之，高教育回报率和高收入差距是导致中国“虎爸虎妈”盛行的重

要原因，虽然降低教育回报可能并不是一项好的选择，但可以考虑在教育体系中如何

更科学地评价儿童的能力，以及定义教育的成功。此外，降低收入差异或许是非常有

效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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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to Educati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enting Styles

Wu Jia; Liu Yaqi; Huang Zibin; Chu Pengfei

Abstract: The “tiger parenting” style - an authoritative approach used by parents –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in China, yet the socioeconomic driver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remain 

underexplored. Theoretically, the parenting style adopted by parents represents a form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ir children; accordingly, any factor that influences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should also 

affect parents’  choice of parenting style. For instance, in societies where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are 

hig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s pronounced, the return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ises, giving parents 

stronger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their children and help them achieve upward income mobility.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can explain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in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5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the study first estimates educational returns at the city–birth cohort level and matches 

these with parents from the 2010 ‒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By doing so, we can link the 

educational returns that parents experienced earlier in life with the parenting style they subsequently 

adopted.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experienced by par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26 

and 40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adopting an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later in 

life. Changes in parents’  belief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underlying this effect: higher 

returns to education strengthen parent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and raise their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costs 

amplify these effects. Specifically, for parents in regions characterised by high income inequality and 

high mobility costs, past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al returns leads to a greater probability of 

adopting an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relative to parents in regions with low income inequality and 

low mobility costs. These results remain robust to alternative methods of measuring educational returns 

and to addressing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of educational returns experienced by parents. Finally, the 

study analyses the pros and con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for families and society. Although this 

parenting style improves children’s cognitive skills and self-discipline, i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hild-rearing costs for families and a lower willingness among parents to have additional childre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is the first study to explain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underlying the phenomenon of involution (neijuan) among Chinese parents. Second, it provides 

the firs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returns to education affect parents’  choice of parenting style, and that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terregional mobility costs further amplify this effect. Finally, the study 

evaluates both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n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its potential social costs. 

Overal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igher returns to education or greater income inequality encourage 

parents to devote more resources and effort to their children, but that such behaviour also imposes 

substantial costs on families and society. Policies that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or that adjust how 

children’s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may help to mitigate these costs.

Key words: returns to education, parenting styles, income inequality, tige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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